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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是国际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在粒子物

理、天体物理、凝聚态物理等领域均做出开创性工

作。1972 年 9 月，他首次回到中国大陆访问、探

亲。忧心于中国20世纪50至60年代上半期形成的

研制“两弹一星”的科学家队伍在20世纪70年代初

面临着解体的可能，李政道尝试解决中国基础研究

薄弱和人才培养断层问题，并推动中国科技界的国

际交流和合作。本文主要基于档案、通信等史料，

阐述李政道在 20 世纪 70 至 80 年代，特别是他在

1972和1974年两次回国访问过程中大力提倡加强

基础理论研究和培养基础人才方面所作的努力，以

及他在参与筹备1980年广州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

调停中国物理学会重返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联合

会、建立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等方面为拓展中国

物理学界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所做的重要贡献①。

一、1972年首次回国访问——提

倡加强基础理论研究

20 世纪 70 年代初，得益于“乒乓外交”和美国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访华

等外交途径，特别是 1972 年 2 月美国总统尼克松

(Richard M. Nixon)访华所取得的外交突破，中美实

现跨越太平洋的握手，翻开两国关系的新篇章 [1]。

同时，美籍华裔科学家也敏锐抓住机会，积极开展

科技交流，努力搭建中美之间的“桥梁”。1971 年

夏,杨振宁率先到中国大陆探亲访问 [2]，随后任之

恭、林家翘组织“美籍中国学者参观团”于1972年7

月回国访问，探索科技界开放交往的途径[3]。两个

月后，阔别祖国26年的李政道回国观光、探亲，积极

为中国科学发展建言献策。

李政道1946年9月赴美求学，于1950年获得芝

加哥大学博士学位，1956 年起任哥伦比亚大学教

授。他与杨振宁因提出弱相互作用下的宇称不守

恒定律而共同分享 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虽然

身处美国，李政道一直关心祖国发展②。意识到中

美关系回暖以后，他先是在1972年春季给中国科学

院原子能研究所张文裕寄来与科技相关的材料，随

后又给好友朱光亚写信，并通过访华的美国科协代

表团转告周培源，表示“很想有机会回国参观一次，

既探望亲友，亦亟愿了解国内各方面的情况，尤其

是科学上的发展情况。”[4]中共中央批准了李政道夫

妇的回国访问申请，并在1972年6月20日作了具体

的接待计划。

李政道、秦惠䇹夫妇乘法航航班于1972年9月

19日抵达上海[5]。他们向接待组表示希望有更多机

会了解中国新的建设成就和古代文明，也希望多与

学术界交流[6]。接待组根据其意愿精心选择了参观

地点，突出面向工农兵和自力更生方针，使李政道

夫妇“看到新中国的精神面貌和祖国社会主义建设

的伟大成就。”李政道夫妇在国庆期间访问北京，应

邀出席了国庆招待会并参加游园活动，图 1。在李

政道夫妇看来，新中国建设成就很大，变化也很惊

人，但最大的变化是“人们的精神面貌”。这与此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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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访问的杨振宁和任之恭等人印象类似。

李政道希望多与中国学术界交流，在完成白天

活动后立即回住处准备学术报告，有时甚至从半夜

两点准备到天亮 [7]。他在上海和北京共作四次报

告，介绍国际物理学前沿发展和个人近期工作，涉

及对称性原理以及解决定域场论的无穷大困难的

可能方法。这有助于中国物理学家及时了解国际

前沿发展。其中，他在“高能电磁和弱相互作用”报

告中举例说明随着加速器能量提高，必然会出现新

的标度。部分观点与中国物理学家在 1966年提出

的层子模型相似[8]。李政道在北京作报告的听众来

自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物理研究所、国防科

委九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单位。他们普遍反

映李政道学术思想活跃、能用简单概念将深奥的物

理学原理讲清楚，报告内容均为物理学根本问题，

值得深入探讨。

访问期间，李政道意识到“文化大革命”已经严

重影响中国科学和教育发展。他在多种场合表达

自己对基础研究发展和人才培养的意见。例如，在

1972年9月23日参观华东技术物理研究所时，他称

赞研究所在应用物理方面做得很好，但建议还应大

力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在复旦大学，他建议培养科

学人才应兼顾当时国家建设和科学长远发展，物理

专业划分过细且在大学将理论物理和应用物理划

分为两个专业，不利于培养在科学上真正有发明创

造的人才[9]。在参观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时，

李政道谈到应用学科容易与当前生产结合，国家建

设大量需要这方面人才，但不能因此忽视基础理论

研究，必须培养少而精的基础学科人才，尤其应认

真考虑培养青年人。青年人精力充沛，容易在科学

上取得成就。关于青年人参加劳动及与劳动人民

相结合，他认为可通过让学生连续每年劳动 3个月

或中学毕业后集中劳动2~3年后上大学两种方式实

现。前一种方式更适合培养基础理论人才。此外，

在外交部章文晋会见时，李政道再次强调基础科学

是应用科学发展的基础，并举例说明，发现电磁相

互作用现象以及随后提出的麦克斯韦方程、光电效

应和质能方程等虽然与当时的生产并无直接联系，

但据此发展出广泛应用的无线电通讯、雷达、电子

计算机和原子能技术等。

此前，杨振宁第二次访问中国大陆时，于 1972

年7月1日向周恩来总理建议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

交流。13天后，周总理会见正在中国参观、探亲的

美籍华人学者参观团全体成员时指示北京大学校

长周培源要办好北京大学理科教育，提高基础理论

水平。得知周总理关切中国基础研究发展，张文

裕、朱洪元、汪容、何祚庥等 18 位物理学家联名于

1972年8月18日给周总理写信，呼吁研究基本粒子

内部结构和宇宙线的同时，预研高能加速器和探测

器技术。9月11日，周总理在回信中明确指示：“这

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研究和理

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和科学实验结

合起来，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

应该成为科学院要抓的主要项目之一。”[10]

周总理对高能物理的重视使中国高能物理学

家们很受鼓舞。他们向李政道征求有关中国加速

器发展方向的建议③，图2。李政道建议中国建造高

能加速器不能照抄别人，要闯出新路。高能物理发

展需要大量经费支持，国际交流可有效促进其发

展。邀请欧美专家来中国交流或派人出国考察进

而高效地掌握低温超导、真空等基本技术问题。建

议选派几个小组(3~5人一组)，用3个月至半年时间

访问欧洲核子中心、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哥伦比

亚大学、斯坦福大学等机构，看透、看准国际先进技

术④，综合各地长处发展国内高能物理。不过，他也

图1 李政道夫妇参加在颐和园举行的国庆游园联谊会，图片采自

《印象.李政道》(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图书馆编，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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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国际交流虽然重要，仍须立足国内培养人才。

他认为高能物理在此后 10~20年必有突破，要从当

时十二三岁少年中培养基础科学人才以做好人才

准备。这是李政道后来提出的“少年班”建议的思

想雏形。此外，他还与原子能研究所科研人员讨论

了云南宇宙线观测站利用大型磁云室观测的超高

能作用事例⑤。这件事曾引起周总理重视。李政道

建议慎重考虑、仔细复算误判的或然率(即概率)大

小，也建议计划访美的张文裕以私人交谈方式征求

国际宇宙线专家关于误差分析的意见。

1972年10月14日晚，即在离开北京前一天晚，

周总理会见了李政道夫妇 [11]。他们讨论了中国教

育和科研方面存在的问题[12]。会见后，李政道同好

友朱光亚谈到国际学术交流首先要了解当时科学

研究的最重要问题，可选派学者出国全面了解邀请

哪些科学家访华，并列出可供邀请的科学家名单，

其中包括高能物理实验物理学家 J. Steinberger、G.

Cocconi、C. Rubbia、L. Lederman 和 M. Schwartz，加

速器专家 W.K.H. Panofsky、R. Wilson、E. Corrant、

G. Charpak、郑昌黎以及理论物理学家M. Gell-Mann、

R. Feynman和S. Weinberg。会见当天深夜，刘西尧

根据周恩来指示到旅馆征求李政道关于发表消息

的意见，询问发表消息是否影响他在台湾亲人的安

全。李政道认为回大陆访问后需要表态，发表消息

即间接表态，不会影响亲人安全。他请刘西尧向周

总理转达谢意，希望总理保重身体[13]。

访问北京期间，李政道见到了周培源、吴有训、

王竹溪、王淦昌、钱学森、华罗庚、周光召等师友。

在吴有训宴请时，李政道谈到自己离开中国 26年，

祖国发生了巨大变化，称自己“对祖国没有作出贡

献而深感惭愧”⑥[14]。这次访问使李政道心态发生

转变。他在回国前定下“专心于物理学研究，返美

后不多讲话”原则。主要是担心被人说自己回国几

周就改变，同时也担心此次访问可能对台湾地区的

亲人不利。因此他认为自己返美后不能采取类似

于杨振宁作报告和公开发表文章的做法，而是采取

对知心人更有实际效果的做法。但访问北京一周

后，李政道向妹妹李雅芸表示“现在要做到回去不

讲话这一点可能很困难了。”⑦

1972年10月15日，李政道夫妇离京，先后赴洛

阳、郑州、长沙、杭州参观。在参观洛阳龙门石窟、

洛阳出土文物、汉代古墓时，李政道称赞中国古代

高度发展的科学文化和劳动人民的智慧。在浙江

大学，他与过去的老师和同学畅谈学校的巨大变

化，详细询问招生办法、专业设置和课程教学等情

况，参观了附属工厂及精密光学仪器实验室等。他

建议精密光学实验室除对本专业学生开放外，也可

在周末向感兴趣的同学开放，这有助于扩大学生知

识面和提升独立解决问题能力。他与秦惠䇹10月

26日回到上海，除会见亲友和参观外，还先后探望

了杨振宁父母，并在 10月 30日与上海物理学界进

行学术座谈。10月 31日，李政道夫妇乘法航离沪

返美。

二、1974年回国——提倡重视基

础人才培养

1974年 5月至 6月，李政道夫妇携次子李中汉

再次回国访问。这次访问中，李政道更清楚地看到

“文化大革命”给国家造成的最大危机是人才培养

几乎完全停止。在参观复旦大学时，他发现学校的

情况比两年前“恶化”⑧，看到的唯一研究工作是测

量几只大电灯泡的功率，且绝大部分同学下乡劳

图2 1972年9月，李政道参观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图片采

自《印象.李政道》(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图书馆编，第52页)

61



现代物理知识

动。他对这种放弃科技人才培养的状况忧心如焚，

似乎觉得“整个国家已经快要走上一条绝路”。[15]

因此，他觉得必须立即改正这种情况，考虑如何向

当时的领导提出建议。

受上海芭蕾舞剧团选拔和训练年轻团员启发⑨，

李政道巧妙地将其与培养基础科学人才联系起

来。芭蕾舞学生选拔是全民性的，被选者年龄不能

太大且身材要符合标准，训练必须连续，下乡劳动

四年后便无法回来再训练。李政道据此写下参观

复旦大学和芭蕾舞剧团的感想，建议国家领导重视

培养基础科学人才。到北京后，他继续修改建议

书，请朱光亚看过后递呈周总理并通过总理上报毛

泽东主席。李政道提出用全民选拔方式选出少数

约十三四岁且有条件培养的少年，连续培养一段时

间使之成为基础研究领域人才，即培养“一支少而

精的、不脱离群众的中国基础科学工作队伍。”[16]

李政道第二次回国访问时，中国科学院高能物

理研究所已于 1973年 2月 1日成立，由张文裕担任

所长。考虑到在回国前给妹妹李雅芸的信中称此

次回国主要目的是在“科研方面帮助做一些事情”，

李政道在北京的访问主要由高能物理研究所负

责。他于 1974年 5月 22日在高能物理研究所作了

题为“不平常的核态”报告并座谈[17]。座谈结束后，

李政道与其西南联合大学时的同学叶铭汉单独交

谈20分钟。李政道认为“作研究工作不能跟在人家

后面，要走自己的路，谁走在最前面，谁就最轻松，要

是落后了，赶上去就很吃力，要化(花)很大的劲。”[18]

他建议发展高能物理应该多派一些人长时间在国

外深入了解情况，国内专攻国外没做过的工作或尚

未解决的困难。还提到当时的教育革命有利于培

养应用人才，但还需探索如何培养基础学科人才。

绝大部分人应该搞应用，但要保证少数人做基础研

究。李政道从科学发展史角度举例，基础理论突破

将导致生产上的重大改革，而高能物理的突破“必

然会对生产发生巨大影响”。在这次访问期间，中

国正在讨论制定高能物理发展计划，酝酿建造高能

质子同步加速器，但尚未确定具体方案。高能所有

意邀请国外加速器专家来华访问，李政道针对具体

邀请哪些科学家给出意见，也与高能所物理学家讨

论了高能加速器建造问题，讨论重点是如何在高能

物理研究中使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结合起来。

1974年5月24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

见李政道一家。周总理请他说明培养基础科学研

究人才的重要性。以参观复旦大学和芭蕾舞学校

的经过作为开场，李政道讲到选拔基础科学人才要

类似于培养芭蕾舞人才，从年轻时做起且要有持续

性。这引起“四人帮”成员强烈反对。周总理请在

场科学家发表意见，但无人表态。5月 28日晚，张

文裕和王承书陪同李政道夫妇观看电影。李政道

担心自己在周总理接见时因紧张而没讲清楚基础

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关系,又特意向张文裕解释说：

“基础科学很重要，现在不着手搞，将来就来不及

了。……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就像药和粮食一

样。基础研究如同药。应用研究如同粮食。人如

得了病光吃粮食就不行，还要吃药来医治。药要事

先准备。”[19]他不解中国科学家为何对他的建议不

表态，因此希望在离京前与中国科学界再次座谈，

也希望国内同行“多鼓吹基础科学的重要性”。

1974年5月30日，毛泽东主席接见李政道并同意了

他的建议，即“至少对于优异青年学生的教育应该

继续坚持并受到重视”。[20]四年后，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于1978年3月成立首个“少年大学生集中培训

基地”(即“少年班”)。这是李政道在特殊时期为改

变中国严重忽视人才教育而做出的首次尝试。[21]

三、积极参与筹划 1980年广州粒

子物理理论讨论会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迎来“科学的春

天”。物理学界学术活动逐渐恢复，于 1978年夏在

庐山召开中国物理学会第三次大会。鉴于粒子物

理理论是高能物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科学发展的

前沿方向之一，尤其是中国物理学家在 1965~1966

年提出的层子模型受到国家领导人重视并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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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重要影响，中国科学院和有关高校迅速组织力

量加强基础理论研究，1977年8月首先在黄山召开

了基本粒子座谈会，1978年8月在庐山第三届物理

学会年会上召开了基本粒子分会会议，以及同年10

月在桂林召开了微观物理思想史讨论会等，取得部

分较有意义的研究成果。

为扩大国际学术交流，进一步提升中国粒子理

论研究水平，也为随后召开国际会议积累经验和创

造条件，经国务院批准，中国科学院、国务院港澳办

公室、外交部、教育部和中国科协联合发起，中国科

学院主办的国际性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于 1980年

1月5日至12日在广州从化举行[22]。参会人员包括

国内学者约120人，港、澳和国外华侨、华裔学者50

余人(随行亲属20余人)，以及相关工作人员和新闻

记者等约300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次

在大陆召开的有众多华裔知名物理学家参加的学

术会议，它有利于加强中国物理学的国际化并加深

华裔科学家对祖国、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例如，

当时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徐一鸿(现加州大学圣巴

巴拉分校卡弗里理论物理研究所)在会后参观上海

时举办的宴请会上发言时说：“我们国外物理学工

作者，有很多人都在年幼的时候就离开祖国的怀

抱，有很多都是第一次回到祖国看到祖国的山河，

认得了很多的朋友，我们是非常高兴。……我们在

国外的物理学工作者，应怎样为祖国现代化帮忙

呢？有很多方面可以尽力，我们应该促进国内的科

学家和西方科学家的交流，我们应该照顾我们中国

派到海外的科学家，等等。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事

情是我们在外国的中国血统的物理学家应该努力

用功尽量发挥我们个人的才能，为理论粒子物理做

出重大的贡献。大家少说空话，少说官话，卷起袖

子，多多做点能光大我们中华民族的惊天动地的物

理创造。”[23]

事实上，钱三强在李政道1979年4~6月国内讲

学期间⑩便同他探讨举办大陆和港、澳、台以及海外

华裔粒子物理理论学家共同参加的讨论会的可能

性，得到李政道的热情支持[24]。李政道不仅自己决定

在会上作关于量子色动力学的总结性报告，还建议

钱三强邀请杨振宁作关于规范场的总结性报告[25]。

1979年 4月 2日，钱三强致信杨振宁专门提出召开

广州粒子物理会议，希望他对会议安排提出建议并

通过其影响力推荐在台湾和华裔科学家参会。同

月25日，成立了广州基本粒子理论讨论会筹备委员

会，钱三强担任主任委员 [26]。同年 7 月，先后向 70

余位港、澳、台和华裔粒子理论学者发出邀请信。

1979年8月15日，钱三强致信李政道商量会议

拟邀请学者和专题报告初步名单，希望他代为邀请

尚未列入名单的学者，已列入名单者因故不能及时

收到邀请信，请他的秘书帮助联络，必要时请他发

出补充邀请。此外，特别希望李政道代为邀请吴大

猷(曾任台湾科技事务主管机关的负责人，时为哥

伦比亚大学退休教授)出席会议，请他转告吴先生

即使此次会议时间不合适，国内科学界随时欢迎他

回大陆探亲和讲学。9月 14日，在日内瓦访问的

李政道回复钱三强，认为选定的学者名单“极为恰

当”，希望自己在联络时能有所帮助。他多次设法

电话联络吴大猷，但因其在台湾，返美时间未定，后

续会继续联络。李政道还争取到美国能源部及国

家科学基金会资助，承担部分美国参会者的往返旅

费[27]。他还参照国外类似会议惯例，建议会议设立

顾问委员会和秘书。

广州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期间，李政道联合40

余位参会的华裔学者联合署名“海外粒子物理学者

对国内建造加速器的意见”。[28]他们忧虑于全国科

学大会召开后和中美高能物理协议签订后出现的

问题，表达了对国内建造高能加速器的意见。他

们从技术、科学和规划的可行性，以及为未来高能

加速器发展打基础和可利用其开展有意义的物理

实验等因素考虑，建议“立即动手，认真实干，杜绝

浪费，三年内建成一个流强为 10 兆(1013)左右的增

强器(Booster)”，三年后根据国内经济状况再决定下

一步计划。[28]他们还强调加速器是高能物理研究

的工具，不应仅将其当作工程项目，要注重其长远

和充分的实验计划；加速器也是高能物理实验的一

63



现代物理知识

部分，物理学家应负起决定性责任。1980年1月13

日，国务院原副总理方毅针对此信做出批示：“请送

张文裕、赵东宛同志研究。应出一期简报，将此内

容附上。”“三年内建成一个流强为 10 兆(1013)左右

的增强器，是否准时办到，望告知。”[28]

四、中国物理学会重返国际纯粹与

应用物理联合会的调停者

为加强国际合作，中国物理学界除邀请国外知

名物理学家访华、组织国际学术会议外，还积极筹

备重新加入国际物理学界最权威的学术组织——

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联合会(IUPAP: International

Union of Pure and Applied Physics)。这是一项困扰

中国物理学界和 IUPAP近30年的难题。1984年10

月，在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钱三强、副理事长周光

召、吴大猷、IUPAP 主席希格班(Kai Siegbahn)以及

李政道等多方努力协调下终于得到解决。

中国物理学会在 1932 年成立后便申请加入

IUPAP[29]，两年后被正式接纳为 IUPAP 的会员。

1935至 1946年，受动荡的国际环境影响，IUPAP和

中国物理学会的活动均受影响。1947年1月，李书

华、钱三强、汪德昭和蔡柏龄代表北平研究院参加

IUPAP在巴黎召开的第五次大会。[30]1948年 3月，

中国物理学会按 IUPAP规定，联合国内科研机构和

大学组建了中国委员会[31]并于同年6月向 IUPAP缴

纳上一年会费 40 英镑(160 美元)。不过，IUPAP 执

行委员会鉴于中国委员会自 1948年后未缴纳会费

且 IUPAP寄给中国科学院的信件和通告未收到回

复，于1954年决定搁置中国委员会的会员资格[32]。

1956年 9月，IUPAP执委会通过苏联科学院提

出的入会申请。苏联科学院院士、半导体研究所所

长约飞(A.F. Joffe)积极建议中国科学院或其他组织

加入 IUPAP。约飞与中国物理学界关系密切，是中

国物理学会名誉会员。经多方面沟通，在确认当时

台湾尚无组织参加 IUPAP活动情况下，周培源代表

中国物理学会于 1958 年 4 月 1 日正式申请加入

IUPAP，声明中国物理学会“是全中国物理学家的唯

一学术性团体。”[33]IUPAP 执委会会议于同年 7 月

批准了该申请，同时通过台湾以“Chinese Physical

Society in Taiwan”的入会申请。接受台湾为会员的

决定立即引起中国大陆的强烈抗议。1959年11月

12 日，周培源致信 IUPAP 主席莫特(N.M.F. Mott)，

称中国物理学会只有在 IUPAP执行理事会废除这

一错误决定，并断绝与台湾一切关系的条件下才同

意成为 IUPAP正式会员。

此后，“两个中国”问题一直是阻碍中国物理

学会重返 IUPAP 的重要问题。尽管诸如福涅利

(P. Fleury)、莱布尼茨(H.Maier-Leibnitz)、阿马尔迪

(E. Amaldi)、科尔文 (L. Kerwin) 和尼尔森 (Jan S.

Nilsson)等 IUPAP历任主席和秘书以及对华友好的

IUPAP 核物理委员会主席及法国物理学会会长法

拉吉(H. Mathieu-Faraggi)、丹麦物理学家奥格·玻

尔(A. Bohr)和 IUPAP 极低温委员会主席劳纳斯马

(O.V. Lounasmaa)积极帮助中国重新加入 IUPAP，但

受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环境影响始终未能实现[34]。

1979年，国际生物化学联合会成功解决中国生物化学

学会的会员问题。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和国际生物化

学联合会通过多轮协商后一致同意在“China”下，

“The Chinese Biochemical Society和“The Biochemical

Society located in Taipei, China”共同成为国际生物

化学联合会会员 [35]。这种模式为其他学术组织提

供了范例。

1981年 9月，希格班当选 IUPAP第 17届主席。

他将“尽最大努力使中国成为 IUPAP成员”作为其

个人任期主要任务之一。为此，IUPAP特别修改了

章程，删除“国家”(nation)，引入了代表“认定的物理

学会”(identified physics communities)的联络委员会

概念。这解决了阻碍中国物理学会加入 IUPAP的

问题。[36]1984年3~4月，IUPAP秘书尼尔森访华尝

试解决中国加入 IUPAP的剩余障碍。期间，他与中

国科学技术协会代表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物

理学会副理事长周光召非正式地讨论了中国加入

IUPAP的名称问题。周光召在 1984年 4月 14日给

尼尔森信中表示中国物理学会在加入 IUPAP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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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 IUPAP 不会出现“两个中国”的政治问题，

IUPAP公报、摘要、论文集或任何其他出版物中也

不会出现“台湾”。尼尔森向科尔文转达中方建议，

指出中国大陆若能与台湾达成协议将会迅速加入

IUPAP。考虑到李政道当时即将访问北京且他在大

陆和台北均有很高的影响力，尼尔森建议请李政道

作为双方的调停人。[37]

1984年 4月下旬至 5月下旬，李政道应中国科

学院邀请，到北京、上海、合肥和西安讲学。在访问

北京期间，他欣然答应周光召的请求，即与吴大猷

商讨在“China”前提下北京的中国物理学会和台北

的物理学会的名称。5月底返美后，李政道立即致

信尼尔森，称由于要到当年 12 月份才能见到吴大

猷，只好通过书信调解此事。他希望从尼尔森处获

得中国标题下两个组织的首选措辞。[38]尼尔森在回

信中表示中国接受 IUPAP 严格的政治中立立场。

他认为双方立场很接近，能达成解决方案，但若无

李政道调解仍有可能失败。尼尔森迫切希望在意

大利的里雅斯特举办的第 18届 IUPAP大会前解决

这一问题，以便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正式代表

团参会，也有助于将中国代表纳入 IUPAP 各委员

会。[39]1984年7月18日，希格班正式邀请中国物理

学会派代表团参加的里雅斯特大会，建议周光召担

任团长[40]。

1984年国庆期间，李政道致信邓小平提出关于

解决大陆、台湾的物理学会共同加入 IUPAP建议。

10月 3日，邓小平阅批李政道来信，同意按李政道

的意见办，并批转方毅处理。两天后，即10月5日，

周光召和李政道在北京签署备忘录，初步解决中国

物理学会和中国台北共同加入 IUPAP 的问题 [41]。

钱三强立即将中国的情况写信告知希格班[42]：

在李政道教授调解下，我们与台湾同胞就大陆

和台湾地区参加 IUPAP 问题达成明确共识。承认

只有一个中国，中国大陆和台湾都是中国的一部

分，也为符合 IUPAP大会通过的关于避免因列名而

引起对代表领土误解的决议，同意将中国的两个组

织列入 IUPAP 成员名单：China：The Chinese Physi-

cal Society；The Physical Society located in Taipei,

China.

特别强调，大陆和台湾物理学家都仅能以上述

指 定 名 称 而 非 任 何 其 他 名 义 参 与 IUPAP 活

动。……代表全中国的物理学家共同参加 IUPAP

是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相信只要我们在一个中

国前提下聚在一起，台湾海峡两岸物理学家的科学

交流前景会更好。在此，对您和 IUPAP其他朋友的

持续努力表示最热烈感谢。希望能继续努力使所

有中国物理学家更紧密地联系起来。

1984年 10月 8~13日，周光召(团长)、赵凯华和

杜祥琬三位中国大陆物理学家作为中国的官方代

表参加了在的里雅斯特举办的 IUPAP第18届大会。

会议第一天，周光召与 IUPAP主席希格班签署备忘

录，最终两个组织在“China”下，以“The Chinese

Physical Society”和“The Society of Physics located

at Taipei, China”加入 IUPAP。周光召还在此次大会

上当选 IUPAP副主席。至此，在几届 IUPAP领导和

中国物理学界几十年的不懈努力下终于解决了中

国加入 IUPAP 问题。11 月 10 日，尼尔森致信李政

道，感谢在他“非凡”努力下中国物理学会正式加入

IUPAP，IUPAP期待与中国物理学会在未来开展富

有成效的合作。

关于李政道如何做调停人，中国高等科学技术

中心编的《李政道文选》附录《李政道年谱》中有描

述如下[43]：是月(指10月)，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自己

的办公室，与在台北的沈君山(时任中国台湾的物

理学会会长)、吴大猷，在北京的周光召(中国科学院

副院长)，三地同时通话，协调解决中国台北物理学

会参加国际纯粹和应用物理联合会(IUPAP)问题，

台湾方面首次同意使用“中国台北物理学会”名义

参加。

曾经担任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领导小组

办公室主任和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秘书长的柳

怀祖也有相对详细的叙述[44]：

1984 年下半年，李政道先生花了很大精力，十

分认真地与海峡两边沟通，做了大量工作。一面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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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方周光召副院长通电话、发传真讨论，同时又与

台方“中研院院长”吴大猷先生及其代表沈君山先

生电话和传真讨论，希望双方能在名称上达成协

议。经过双方的努力，取得了一致意见。9月25日

李政道先生与沈君山先生签署了备忘录。9 月 30

日李政道先生到京，在机场就与周光召最后讨论此

事并取得了一致意见。周光召正式报告了中央，李

政道先生 10 月 1 日就此事给小平同志写信提出了

建议。经中央批准后，10月5日周光召与李政道教

授在京签署了备忘录，显然台北方面业已经过批

准，李政道先生与吴大猷先生(的)代表沈君山传真

签署了备忘录。解决了台湾地区的物理学会与中

国物理学会分别以“中国台北物理学会”和中国物

理学会的名义共同加入“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联合

会”的问题，从而两岸物理学会一起参加了 10 月 7

日在意大利举行的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学联合会

代表大会。

五、创立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

——推动中国基础科学研究发展

1986年夏，李政道与周光召同在欧洲核子中心

访问。周光召此次访问欧洲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代

表中国科学院作为世界实验室(World Laboratory)

的创始成员参加当年 7月 12日该实验室的正式成

立仪式并在《世界实验室章程》上签字，图 3。世界

实验室是由意大利政府出资支持的国际非政府性

机构，旨在促进国际合作和科学家的自由流动，帮

助发展中国家提高科技水平和解决实际问题能

力。1982年8月，英国理论物理学家狄拉克(P.A.M.

Dirac)、俄罗斯实验物理学家卡皮查(P. Kapitza)和意

大利理论物理学家齐吉基(A. Zichichi)联合起草

《Eric Statement》，呼吁全球政府与科学家努力促

成裁减核武，追求世界和平。这份宣言在 1982 至

1985年得到近万名科学家签名支持，直接促使世界实

验室成立，还引起邓小平、戈尔巴乔夫(M. Gorbachev)、

里根(R. Reagan)及佩尔蒂尼(S. Pertini)等各国领导

人关注。

在日内瓦访问期间，李政道和周光召忧心于中

国的基础研究发展，认为尽管当时中国的基础科学

研究正在逐渐复苏，但仍严重落后于世界先进水

平，信息不畅、人才缺乏、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

活待遇低(或激励机制不力)是阻碍其发展的重要因

素 [45]。他们认为使中国基础科学研究尽快赶上世

界先进水平需要解决很多问题，最重要的是要让中

国的学者能及时得到国际上基础科学研究的最新

发展信息，得到从事前沿基础科学研究应有的鼓

励。为此，周光召设想借助“世界实验室”促进中国

基础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发展。他和李政道设想

同世界实验室合作，在其帮助下在中国组建一个学

术机构促进国际交流，加快获得国际学术界最新信

息，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经过慎重讨论，李政道

图3 周光召、泰勒(Edward Teller)、齐吉基和韦利霍夫(Eugeny Velikhov)在Eric签署《东西南北无秘密无国界国际科学合作协定》(摄于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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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中国科学院和世界实验室联合建立一个学术

机构，促进国内外研究机构之间和科学家之间的联

系，创造良好的研究环境，鼓励中国科学家在国内

做出世界水平的研究成果。

这项建议立即得到了世界实验室的赞同，也得

到了中国国家计委、中国科学院等部门的大力支

持，并经邓小平及有关部门迅速批准。1986年8月

8日，李政道致信邓小平请示有关成立高等科技中

心相关问题[46]：

今年七月十二日，由意大利科学家发起，中国

科学院和欧洲、非洲的科研机构和国际组织及一些

世界上知名科学家，在日内瓦创立了一个新的民间

国际机构，称“国际科学文化中心——世界实验

室”。该中心主要由意大利政府捐助经费，重点支

持发展中国家的科学技术和医学方面的有关项目。

我被选为该中心的科学委员会委员，并得到

200万美元。可由我今后三年内安排使用。我愿意

将此款用于争取祖国留美的优秀博士回国工作。

为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引人瞩目的科研成

果，从而使今后能取得类似的国外资助，开辟道路，

拟在北京设立一个世界实验室的项目，称为：先进

科技中心，英文名字是“CENTER OF ADVANC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简称“CAST”。

他在9月28日信中提到“先进科技中心”(最终

命名为“中国高等科技中心”)能在短时间促成的一

个主因是通过世界实验室主任齐吉基得到当时意

大利外交部长安德烈奥蒂(Giulio Andreotti)的大力

支持并捐助巨款。邓小平在信上做出批示：“请李

先生转达对安德雷奥蒂先生的好意表示感谢，对安

先生所作的努力表示赞赏。”

1986 年 10 月 17 日，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

(CCAST：China Center of Advanc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作为世界实验室的分部在北京正式成

立，李政道担任中心主任，周光召担任副主任 [47]。

第二天，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世界实验室主任

齐吉基夫妇和李政道夫妇 [48]。他称赞成立世界实

验室是一个“重要的创举”，可以使第三世界国家得

到益处。他感谢齐吉基和李政道热心帮助成立中

国高等科技中心，还讲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刚起

步，也许本世纪末可以看到比较显著的进步，真正

的进步要到下个世纪的三十至五十年。中国的特

点是既大又落后，办起事情来很不容易。对于你们

的帮助，我非常感激。当然还要靠我们自己的努

力。从现在的状况看，是有希望的。”[49]

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自成立以后学术活动

十分活跃，举办了数十次高水平国际学术研讨会，

积极推动多学科前沿交叉，对20世纪80~90年代中

国科技发展产生重要影响[50]，图4。中心下设“凝聚

态物理分中心”、“高能物理和同步辐射分中心”、

“天文及天体物理分中心”及“理论物理分中心”，开

展相应的活动。例如，中心在1987年高能物理与同

步辐射分中心组织粲物理讨论会。这次会议是专

为讨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即将开展的物理工作

而召开，内容涉及粲物理、粲介子衰变的理论及实

验、J/ψ衰变中的介子谱学、J/ψ及辐射衰变、北京正

负电子对撞机上的粲物理、固定靶实验等。此外，

1998年国内计划在上海建设同步辐射光源，急需培

养专业人才。中心和美国加速器学校合作从美国、

欧洲聘请 30位国际知名加速器物理和技术专家以

及2名中国加速器专家在北京开办“1998年中国加

速器物理学校”。吸引全国 100多位年轻学生参加

为期一个月的强化培训，为上海同步辐射光源和中

国加速器建设和运行培养一批人才。特别是 1989

年下半年，中国对外学术交流遇阻。为克服困难，

图4 意大利物理学会于2014年(伽利略诞辰450周年)将“Galileo

Galilei”特别奖章授予李政道和齐吉基，以表彰他们在意大利以及

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为传播伽利略思想和作品所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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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提出“青年学者归国工作计划”，组织或推荐

通过“CUSPEA”考试及国内选送赴国外深造、学而

有成的青年学者，回国在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系

统介绍高温超导、量子色动力学和量子霍尔效应等

物理学前沿学科最新进展并与国内学者合作研究，

取得了预期效果。

六、结语

20 世纪 70 年代初，一批华裔科学家在中美关

系转暖后能够回国访问，利用不同渠道、采用不同

方式对中国科技发展和人才培养建言献策，为中国

科技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其中，李政道倾心倾

力促进基础研究在中国的发展，针对中国的国情提

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他在1972年和1974年

回国访问时大力提倡应重视基础研究及相关人才的

培养，直接向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提出建

议，推动了我国基础研究薄弱和人才培养断层问题的

部分解决。20世纪 70至 80年代，李政道多次回国

讲学，促进中国教学和科研的恢复。他还提议设立

博士后制度和国家自然基金制度，为两项重要制度

在中国的建立作出了贡献。在80年代中期，他形象

地将基础科学、应用科学的关系表述为“基础科学

清如水，应用科学生游鱼，产品科学鱼市场，三者不可

缺其一。”至今，年近百岁的李先生仍然关心中国的基

础科学研究，特别是高能物理实验和理论的发展。

李政道帮助建立中美在高能物理领域长效合

作机制，试图通过中国的高能物理研究打开局面带

动其他方面发展。他提出的CUSPEA项目为改革

开放初期中国研究生赴美留学开辟了绿色通道。

事实上，他积极推动了更广泛的国际合作，帮助中

国组织和举办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会议，也在中国物

理学界重返国际重要物理学组织中扮演了调停人

角色。他领导的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为中国基

础科学研究营造了宽松、开放、合作的学术环境。

1991年6月，他在“青年学者归国工作计划”之一的

“凝聚态物理暑期学校”讲话时指出：“多年来，我为

中国科学发展和人才培养做了些工作，其目的只有

一个，就是为了让中国人在世界上抬起头来。”[51]

致谢：感谢中国科学院档案馆和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

图书馆在查阅相关档案时的周到帮助。本研究得到中国科

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Y2022058)、中外科技创新史比较研

究——科技自立自强之路和《(新编)中国通史》纂修工程科

技史卷项目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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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回国讲学活动及其影响》，[EB/OL]2020年 11月 7日，微

信 公 众 号“ 返 朴 ”，网 址 ：https://mp.weixin.qq.com/s/

Dx0tHr5WteRROlhqYQbv2Q。此外，高能物理所黄涛研究员也

曾有相关表述：1979年4月和1981年12月李政道先生利用假期

回国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现中国科学院大学)开设每天三小

时的“粒子物理与场论”和“统计力学”课程，全国各高等院校和

研究所近千名师生赴京听课，极为有助于国内恢复教学和科学

研究工作。李先生在“粒子物理与场论”讲课中系统讲授了量子

场论基础和最新进展，1981年李先生在讲稿基础上出版了Parti-

cle Physics and Introduction to Field Theory 英文版(1984年译为

中文版《粒子物理与场论简引》分为上、下两册)。此书很有特

色，也包括了李政道对量子场论发展贡献的内容。参见:黄涛.李

政道与量子场论.现代物理知识,2021,33(Z1):21-28.

杨振宁也积极邀请沈君山(时为新竹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1979

年11月30日，沈君山在东京回复钱三强：“在目前，尚不方便来广

州参加科学会议。但无论如何，谢谢您的邀请。”([25],第210页)

 1977年2月至3月，李政道第三次回国期间继续与高能物理研究

所专家讨论建造加速器问题。此前，中国政府已于1975年批准

建造一台 400亿电子伏的质子加速器(“七五三工程”)，后受“反

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影响，工程未能顺利实施。1977年12月，李

政道与袁家骝、吴健雄听说中国政府决定建造高能量的质子同

步加速器(即“八七工程”)。他们虽然尊重中国政府决定，但从

当时中国的经济能力和物理研究意义考虑，联合致信张文裕建

议更倾向于建造能量较低的正负电子对撞加速器。而李政道在

1976年便同潘诺夫斯基讨论过建造一台几个GeV的正负电子

对撞机更适合作为中国高能物理起步的加速器。1979年 1月，

李政道促成中美在高能物理领域的正式合作。

法拉吉1946年进入法国镭研究所在伊莱娜.居里指导下做研究，

曾与钱三强、何泽慧等一起工作。

 IUPAP原章程中国家(nation)包括领土、外交保护国或其他拥有

独立科学团体的领土(dominions, diplomatic protectorates, or other

territories which have an independent scientific community)。新章

程中则改为：成员应代表某一地区独立的物理学科学活动，并以

避免对所代表的地区产生任何误解的名称列出。“领土”一词并

不意味着 IUPAP的任何政治立场，旨在帮助世界各地的物理学

家在国际层面上进行合作。(A member should effectively represent

independent scientific activity in physics in a definite territory and

be listed under a name that avoids any misunderstanding about the

territory represented. The word‘territory’does not imply any political

position on the part of the Union which seeks to assist physicists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to cooperate on an international level.)

根据 IUPAP档案，参加的里雅斯特大会的中国物理学会代表为

周光召、赵凯华和杜祥琬。台湾地区代表为刘远中、沈君山和王

亢沛。笔者根据台湾地区史料推断，代表台湾地区参与备忘录

讨论的代表是台湾地区科委副主任王纪五(C.W. Wang)。

齐吉基与中国科学界关系密切，曾于1980年10月以意大利原子核

物理研究院院长身份访华，与钱三强共同签署科学合作会谈纪要。

 Erice Statement: Science for Peace, written in 1982 by Paul Dirac,

Pyotr Kapitza and Antonino Zichichi.

 https://www.primapagina.sif.it/article/644/a- erice- la- 50a- edizione-

dei-seminari-sulle-emergenze-planetarie 在这篇报道中周光召被

视为邓小平的科学顾问，泰勒被视为里根总统科学顾问，而Eug-

eny Velikhov被视为是戈尔巴乔夫总统科学顾问。

安德雷奥蒂是意大利著名政治家，当时任意大利外交部长。他

曾在意大利内政、财政、国库、国防、工商、外交等部门担任重要

领导，曾7次就任意大利总理。

 https://www.primapagina.sif.it/article/140/galileo-galilei-e-la-c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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